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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农地确权方式与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

———来自 ＰＳＭ⁃ＤＩＤ 准实验的证据

胡新艳，许金海，陈文晖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在学界引起了关注，但仍未见文献关注不同地权界定

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 利用广东省阳山县提供的“常规确权”和“整合确权”独特准实验场景，
研究不同确权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异质性影响，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相较于常规

确权，整合确权促进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更加显著，提高幅度达到 ３０． ４１％；但整合确权对不同环

节、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不一致，主要提升了小规模农户的整地环节外包程度。
本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方式选择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分离出不同

确权方式影响的细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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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土地细碎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１］ 。 在大国小农的国情下，如何实现小农与现

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研究命题。 目前政学两界都认为，推进

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但是，关于如何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学界并未达成共识。 早期研究强调了基于农地流转集中的农地规模经营，同时，它也是国家政

策的基本导向，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并未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２］ ，由此引发了学界的反思和质

疑。 后续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即使不改变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依赖农业生产环节的服务外

包，发展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也是推动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重要路径 ［３－５］ 。 在各地的生产

实践中，出现了农机服务、农业托管等日益多样化的农业服务外包组织形式。
目前，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微观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

是农业服务外包对农户生产效率和收入的影响。 张忠军等 ［６］ 的研究表明，农业服务外包程度提

高 １ 个百分点，将促使稻农的生产率提高 ０．２８ 个百分点。 Ｐｉｃａｚｏ⁃Ｔａｄｅｏ 等 ［７］ 研究发现，富有效

率的西班牙柑橘种植农场外包劳动力和外包资本分别占总体比例的５８．９％和 １１．５％，但仍低于

最优生产效率标准的外包比例。 杨志海 ［８］ 的研究表明，农户若选择农业服务外包，家庭年人均

纯收入将增加 ９．６％。 二是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 大量文献主要集中探讨了户主

特征 ［９－１０］ 、地块特征 ［１１］ 、要素相对价格 ［１２］ 、非农就业机会 ［１３］ 、服务交易特征 ［１４］ 等因素对农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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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外包行为的影响。 但关注农地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影响的文献则很少，且研究结论未达成一

致。 陈江华等 ［１５］ 的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抑制农地转入户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服务外包行为；
李宁等 ［１６］ 的研究则认为，农地确权进一步明晰与细分农地经营权，降低了纵向分工的交易费

用，促进了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 需进一步指出两点，一是这些研究均是从“是否确权”角度

展开研究，未对农地确权方式进行细分。 事实上，同样是农地确权，实践中却存在不同的确权方

式。 国外已有学者关注到美国 ＭＢ（界标界限法） 、ＲＳ（矩形法）两种不同土地划界制度影响的差

异性，研究表明：ＲＳ 土地划界制度有相当大的净收益，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积极影响 ［１７］ 。 在中

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实践中，出现了两种代表性做法：一种是按照二轮承包时期的土地台账，对
农户原有承包地进行“四至”确权登记颁证，称为“常规确权” ，这是全国较为普遍的做法；另一

种是源于广东阳山等地的创新性实践，即先进行土地整治、调整并块，再确权登记颁证，称为“整

合确权” 。 这为观察不同确权方式的影响效应提供了一个准实验条件，即在是否确权的制度研

究基础上，拓展到确权方式异质性影响效应研究。 二是从已有农业服务外包的研究文献看，对
农业服务外包水平惯常采用的衡量指标是“是否服务外包”或“外包环节个数” ［３，１６，１８］ ，这种衡

量方式易造成变量测量误差，导致有偏的估计结果。 虽然陈超等 ［１９］ 曾试图对这一指标进行修

正，即在“是否服务外包”和“外包环节个数”的基础上加一个权重，但仍未完全解决衡量精度问

题。 此外，在数据和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采用基于截面数据的计量模型，难以解决遗漏变量所引

致的内生性问题。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捕捉实践中确权方式的现实复杂性，利用准实验设计的面板调查数据，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ＰＳＭ⁃ＤＩＤ）模型评估两种不同确权方式的政策影响，试图回答以下

问题：常规确权、整合确权方式对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是否有差异？ 差异有多大？ 有

何政策启示？

二、研究假说推演

农地常规确权与整合确权作为两种确权方式①，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

于，二者都对农地进行确权，并以颁证的法定赋权方式保障农户的承包经营权。 不同之处在于，
是否进行土地整治、地块合并和权属调整，以此改善地块的资源属性及其产权强度。 可以说，整
合确权是一种相对集中、标准化的地权界定方式，在这种确权方式下农户的地块面积更大，形状

更为规整，分布更为集中；而常规确权则因沿袭二轮承包的土地台账，并未改变农户原有承包地

的位置分散、地块细碎、边界弯曲等特征，是一种相对分散、非标准化的地权界定方式。 为探讨

两种确权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影响效应的差异，本文构建农户家庭总收益模型推演作用机制，
并提出研究假说。

假设农户家庭的总劳动力为Ｌ
－
，且短期内不发生变化。 农户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记为 Ｌ，

家庭总承包地面积为Ａ
－
，农地块数为 Ｎ，农业服务外包水平为 Ｅ，服务外包价格为Ｐ ｅ。 概率函数

Ｐ（ Ｓ）表示农户在未来某个时期仍拥有该地块的概率，且 ０≤Ｐ≤１，其中 Ｓ 为农地产权稳定性。
显然，农地产权越明晰，产权稳定性越高，农户拥有该地块的概率越大。 δ 为农户未来农业收益

的折现因子，农产品价格为Ｐ ｑ，故农户的农业总收益为Ｐ ｑ［１＋δＰ（ Ｓ） ］ ｆ（ Ｌ，Ａ
－
／ Ｎ，Ｅ） 。 除农业服务

外包外，其他农业生产投入成本（如种子、化肥等）统计为 Ｃ。 农户外出就业劳动力记为 Ｍ，工资

水平为 ω，农户外出就业收益则为 ωＭ。 假定Ｐ ｑ、ω 和Ｐ ｅ均由市场外生决定。 可得家庭总收益目

标函数 π，农户将选择最优的 Ｍ 和 Ｅ 使家庭总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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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阳山县整合确权方式的详细实施背景和流程参见胡新艳等 ［２０］ 的研究。



Ｍａｘπ ＝ Ｐ ｑ［１＋δＰ（ Ｓ） ］ ｆ（ Ｌ，Ａ
－
／ Ｎ，Ｅ） ＋ωＭ－Ｐ ｅＥ－Ｃ （１）

将 Ｌ ＝ Ｌ
－ －Ｍ 代入式（１） ，得：

Ｍａｘπ ＝ Ｐ ｑ［１＋δＰ（ Ｓ） ］ ｆ（ Ｌ
－ －Ｍ，Ａ

－
／ Ｎ，Ｅ） ＋ωＭ－Ｐ ｅＥ－Ｃ （２）

关于 Ｍ 和 Ｅ 的最优一阶条件：

Ｐ ｑ（１＋δＰ） ｆ１
· ＝ ω （３）

Ｐ ｑ（１＋δＰ） ｆ３
· ＝ Ｐ ｅ （４）

考虑因选择农业服务外包而外出就业情形下的最优净收益，将式（３）式与式（４）相减，得：

Ｐ ｑ（１＋δＰ） （ ｆ１
·－ｆ３

·
）＝ ω－Ｐ ｅ （５）

对式（５）进行全微分：

ｄ（ω－Ｐ ｅ）＝ Ｐ ｑ（１＋δＰ） （ ｆ１３
··－ｆ３３

··
） ｄＥ－［Ａ

－
Ｐ ｑ（１＋δＰ） （ ｆ１２

··－ｆ３２
··

） ／ Ｎ２］ ｄＮ （６）
由于 ｄ（ω－Ｐ ｅ）＝ ０，进一步化简，可得：

ｄＥ ／ ｄＮ ＝ Ａ
－
（ ｆ１２

··－ｆ３２
··

） ／ Ｎ２（ ｆ１３
··－ｆ３３

··
） （７）

由式（７）可知，ｄＥ ／ ｄＮ 的方向与 ｆ１２
··－ ｆ３２

··
和 ｆ１３

··－ ｆ３３
··

的取值相关。 若满足 ｆ１２
··－ ｆ３２

··
＜０， ｆ１３

··－ ｆ３３
··

＞０，即
当地块集中度对农业服务外包边际收益的影响大于其对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影响，且有农业服务

外包对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影响高于其自身的边际收益时，则 ｄＥ ／ ｄＮ＜０。 换言之，农地块数与农

户农业服务外包水平存在负向关系。 相较于常规确权，整合确权通过土地整治、地块合并和权

属调整等配套改革措施，减少了农户的地块数，为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的进入提供了更好的作业

条件，节省了农业外包服务作业中因场地转换而产生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有利于降低外包

服务的机械作业成本及农户获取服务的市场价格 ［２１－２２］ ，由此激励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行为。
同理，对式（５）进行全微分，整理化简可得：

ｄＥ ／ ｄＳ ＝ δ Ｐ
·
（ ｆ３

·－ ｆ１
·
） ／ （１＋δＰ） （ ｆ１３

··－ｆ３３
··

） （８）

又Ｐ
·
＞０，ｆ１３

··－ｆ３３
··

＞０，故 ｄＥ ／ ｄＳ 的方向与ｆ３
·－ｆ１

·
的取值相关。 若 ｆ３

·－ ｆ１
·
＞０，即农业服务外包的边际

收益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则可得 ｄＥ ／ ｄＳ＞０。 即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农业服务外包水平呈正相

关。 实际上，整合确权除了获得与常规确权一样的法律赋权保障外，也会因土地整合带来土地

资源属性改善，进一步提高产权的明晰性和稳定性。 因为土地整治和地块合并，既减少了农户

承包地与其他农户相邻的地块边界，也使地块边界由弯变直、由短变长，更为规整化和标准化；
这不仅有利于减少农业外包服务作业中因地权边界纠纷、作业面积确认等产生的交易成本，也
能降低农业外包服务作业中因监督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

综上分析，提出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相较于常规确权，整合确权通过土地整治、调整并块

等措施，降低了机械作业成本和服务交易成本，能显著提高农户农业服务外包水平。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广东省阳山县存在常规确权和整合确权两种不同确权方式，这为识别不同确权方式对农户

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提供了准实验条件。 阳山县位于广东省粤北山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受自然山地条件限制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改革的“土地均分”影响，土地细碎化问题

尤为突出。 二轮承包后，阳山县农户的块均承包地面积仅为 ０．４２ 亩 ［２３］ 。 为缓解土地细碎化问

题，阳山县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召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置换确权推进会，２０１５ 年升平村成为

整合确权的试点村。 升平村的农地整合确权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后，阳山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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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广农地整合确权试点，因此，整合确权方式并不完全局限于升平村。 将阳山县两种不同

确权方式视为准实验的原因在于：一是农地确权作为一项政策冲击对农户而言是相对随机的，
即农户的个体行为和特征不会影响确权方式的选择。 二是课题组也仅在调研中偶然知悉当地

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确权方式，故课题组不可能对其施加任何的人为干预。
课题组针对两种确权方式进行了入户追踪调查。 课题组的第一次“村庄—农户”调查时间

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调查采用一对一的访谈形式。 调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试点村范围内的整合确

权方式调查。 从黎埠镇升平村所辖的村小组中，随机抽取 ２６５ 个农户。 调查回收的农户和村小

组的问卷数分别为 ２６５ 份、１８ 份，回收的农户问卷中，完成整合确权的样本 ９９ 户，尚未确权的

样本 １６６ 户。 二是阳山县范围内（除升平村外）的农地确权调查。 在县内随机抽取 ８０ 个行政

村，每个行政村抽取 ２ 个村小组，每个村小组抽取 １０ 个农户，共发放 １６００ 份农户问卷和 １６０ 份

村小组问卷，共回收 １５９０ 份农户问卷，１６０ 份村小组问卷。 回收的农户问卷中，完成常规确权

的样本 ７１１ 户，完成整合确权的样本 ９３ 户，尚未完成确权的样本 ７８６ 户。 课题组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开展第二次跟踪调查，共回收 １７８ 份村小组问卷，１８５５ 份农户问卷。 回收的农户问卷中，常
规确权样本 １３４６ 户，整合确权样本 ４５４ 户，尚未完成确权的样本 ５５ 户。

为了构造准实验对比数据，对农户样本做如下处理：仅保留第一次调研尚未确权并在第二

次调研之前完成确权的农户样本。 在上述保留的 １７９４ 份农户样本中，剔除少部分非稻农以及

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剔除依据是，阳山县的农机服务外包作业主要用于水稻种植，且集中分

析稻农有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最终研究使用的有效样本见表 １。 需要说明的

是，除村庄特征变量来自村小组调查问卷，其他所有变量均来自农户调查问卷。
表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的有效样本量

调查对象 组别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合计

农户 整合确权 １７４ １６３ ３３７
常规确权 ４２６ ３８０ ８０６

村小组 ——— １７４ １６５ ３３９

（二）变量设置

１．因变量。 为了更准确地刻画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水平，区别于以往研究 ［３，１６，１９］ ，利用问卷

中更为细致的题项设计，构建以下衡量指标：

Ｙ ｉ ＝
１
６
∑６

ｊ＝ １

ｙ ｉｊ

Ｓ ｉ
（９）

其中，Ｙ ｉ为农户 ｉ 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ｙ ｉｊ（ ｊ ＝ １，２，……６）分别表示农户 ｉ 的整地、育秧、插
秧、施肥、防治病虫害和收获等 ６ 个环节的服务外包面积；Ｓ ｉ为农户 ｉ 的水稻种植总面积。

２．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农地确权方式。 实施整合确权 ＝ １；实施常规确权 ＝ ０。
３．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 ［１５－１６］ ，尽可能控制影响农业服务外包水平的潜在因素，设置六

类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地形特征、地块特征和村庄特征。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２。 初步的统计结果表明，总体上两组农户的农业服

务外包程度都相对较低，其中整合确权组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均值为 １９．２％，常规确权组的均

值为 １１．３％，前者高出 ７．９ 个百分点，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分环节看，不管是整合确权组，还是

常规确权组，农户在育秧、插秧、施肥和防治病虫害四个环节的服务外包程度几乎均为 ０，表明

当地这四个生产环节的服务外包市场发育滞后，同时与该四个生产环节本身的特性相关联 ［１４］ 。
在整地环节，整合确权组、常规确权组的服务外包程度均值分别为 ４９．７％、２５．５％；在收获环节，
两组农户的服务外包程度均值分别为 ６５．３％、４１．９％。 相对而言，整合确权组农户在整地、收获

两个环节的外包程度比常规确权组分别高 ２４．２ 个百分点、２３．３ 个百分点，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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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定义
常规确权 整合确权

观测值 均值 观测值 均值
均值差异

农业服务外包程度 计算过程见式（ ９） ８５６ ０．１１３ ３５４ ０．１９２ －０．０７９∗∗∗

整地环节外包程度 计算过程见式（ ９） ８５６ ０．２５５ ３５４ ０．４９７ －０．２４２∗∗∗

育秧环节外包程度 计算过程见式（ ９） ８５６ ０．００１ ３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插秧环节外包程度 计算过程见式（ ９） ８５６ ０．００３ ３５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施肥环节外包程度 计算过程见式（ ９） ８５６ ０．０００ ３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防治病虫害环节外包程度 计算过程见式（ ９） ８５６ ０．０００ ３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收获环节外包程度 计算过程见式（ ９） ８５６ ０．４１９ ３５４ ０．６５３ －０．２３３∗∗∗

户主年龄 周岁 １２７０ ５６．４５７ ５２４ ５６．５７６ －０．１１９
户主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２６８ ６．２８９ ５２４ ６．９２６ －０．６３７∗∗∗

家庭总收入 家庭总收入对数（元） １２５７ １０．７１８ ５１８ １０．６４８ ０．０７０
农业收入占比 农业收入 ／ 总收入 １２５２ ０．０５２ ５１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１
家庭总人口 人 １２７０ ５．２１２ ５２４ ５．５１１ －０．３００∗∗∗

抚养比 （ １６ 岁以下 ＋７０ 岁以上）

人数 ／ 总人数 　 　 　 　 　

１２７０ ０．２２６ ５２４ ０．２１２ ０．０１４

农用机动车价值 对数农用机动车价值（元） １２４８ １．３７６ ５２０ １．１５９ ０．２１７
设施农业价值 对数设施农业价值（元） １２６２ ０．０７４ ３８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１
政府补贴 有 ＝ １，无 ＝ ０ １２７０ ０．４２１ ５２４ ０．３０２ ０．１２０∗∗∗

第一大姓 是 ＝ １，否 ＝ ０ １２７０ ０．７０９ ５２４ ０．６３７ ０．０７２∗∗∗

有无党员 有 ＝ １，无 ＝ ０ １２７０ ０．１７６ ５２４ ０．２０４ －０．０２８
平均地块面积 承包地总面积 ／ 总地块数（亩） １２３２ ０．４８２ ５１３ ０．６２２ －０．１４０∗∗∗

水稻种植面积 亩 １１１８ ２．５３６ ４８３ ２．１７５ ０．３６１∗∗

地块肥力 较差 ＝ ０，一般 ＝ １，较好 ＝ ２ １２４６ １．５２２ ５１９ １．２２９ ０．２９３∗∗∗

山地 是 ＝ １，否 ＝ ０ １２７０ ０．３１３ ５２４ ０．３１３ ０．０００
丘陵 是 ＝ １，否 ＝ ０ １２７０ ０．２８７ ５２４ ０．２７９ ０．００８
村到镇时间 小时 １２５４ ０．２５７ ５２４ ０．２２６ ０．０３２∗∗∗

村到县时间 小时 １２５４ ０．６６２ ５２４ ０．７５７ －０．０９５∗∗∗

　 　 注：①∗∗∗、∗∗、∗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５％ 和 １０％，下同。 ②最后一列为常规确权与整合确权组间均值差

异 ｔ 检验。

从表 ２ 可知，整合确权组与常规确权组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但是，两组样

本农户的初始农业服务外包程度差异会对该结果造成一定干扰，故需剥离两组样本农户的初始

农业服务外包程度差异的影响。 进一步观察图 １ 可知，在政策干预后，相对而言，整合确权组农

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曲线（图 １ 中的黑色实线）的斜率变化更大，表明整合确权组农户的农业

服务外包程度在政策干预后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 这意味着两类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程度的

差异很可能是由不同确权政策的干预造成的。

图 １　 整合确权与常规确权实施前后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趋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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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设置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置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ＰＳＭ⁃ＤＩＤ）模型进行效应估计，原因在于：一是调查过程

中可能存在非随机样本缺失，借助倾向得分匹配，为处理组（整合确权）样本匹配到合适的反事

实（常规确权）样本，以缓解样本自选择偏差。 二是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消除不随时间变化遗

漏变量的干扰 ［２４］ 。 限于篇幅，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参见 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 ［２４］ 的研究。
（二）计量结果分析

１．不同确权方式对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程度的影响。 不同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户农业服务外

包程度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 ３。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采用四种不同的核函数来匹配两组

农户。 从第 ６ 列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估计系数的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四种不同核函

数模型所得到的估计结果都基本一致，表明估计结果相对稳健。 从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核函数模型的

结果可知，相比常规确权，整合确权对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的激励效应高 ５．２ 个百分点，且
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即同样是农地确权，实施整合确权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比常规

确权农户显著提高了 ３０．４１％①。 因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得到检验。
总体而言，相比常规确权，整合确权的农业服务外包效应的优势可能源于：一方面，整合确

权下，农户的土地细碎化经营格局以及农地机耕条件得到改善，各环节的生产方式开始从人工、
微型机械作业转向农业服务外包的大中型农机的高效率耕作，降低了农户的生产成本。 统计数

据显示：整合确权后，当地的每亩耕地成本从 １２０ ～ １５０ 元降至 ９０ 元左右；收获成本也由 １３０
元 ／亩降为 ９０ 元 ／亩，约节省 ３０．７７％的收获成本②。 可见，整合确权有利于破解农业服务外包供

给方的进入障碍，从而强化了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的激励效应。 这与展进涛等 ［２５］ 的研究结论是

一致的。 另一方面，整合确权更有利于降低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的交易成本。 这与 Ｌｉｂｅｃａｐ
和 Ｌｕｅｃｋ［１７］ 的研究所阐释的理论逻辑相一致，即规整化的土地定界能降低产权交易成本，促进

交易。 具体而言，整合确权不仅通过登记颁证的方式明晰农地产权边界，从法律上保障农户的

农地产权，而且借助“土地整合”等改造措施，减少农户的地块边界，使得原有农地变得标准化

和规整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业服务外包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作业纠纷和监督成本，使外

包服务的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激励农户进行农业服务外包。
表 ３　 确权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程度的影响差异

变量 核函数 共同支撑样本量
处理前

（ Ｔ－Ｃ）

处理后

（ Ｔ－Ｃ）
双重差分（ ＤＩＤ）

农业服务

外包程度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９６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１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０）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９６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０∗∗∗（０．０１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

Ｕｎｉｆｏｒｍ ９６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１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０）

Ｔｒｉｃｕｂｅ ９６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１∗∗∗（０．０１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０）

　 　 注：①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②Ｔ 为处理组（整合确权）平均值，Ｃ 为控制组（常规确权）平均值。 ③双重差分（ ＤＩＤ）

为平均处理效应。 下同。

２．不同确权方式对农户不同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程度的影响。 不同农业生产环节的服务外

包特征和性质存在差异 ［１４，２６］ ，故有必要分环节考察确权方式对不同环节服务外包的影响差异。
鉴于样本农户在育秧、插秧、施肥和防治病虫害四个环节的外包面积占比均接近于 ０（表 ２）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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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整合确权效应（ ３０．４１％）＝ 确权效应差异（ ５．２％） ／ 整合确权农户未处理前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 １７．１％） ，下同。
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ｎｅｗｓ．ｎｅｔ ／ ｊｊ ／ ｊｙｇｌ ／ ５１８８３＿２０１７０１１８１２５９３７．ｈｔｍｌ。



此，仅讨论对整地和收获两个生产环节的影响。
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户整地、收获环节服务外包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 ４。 第 １ 栏的结果

表明，四种不同核函数模型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由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核函数模型可知，相
比常规确权，整合确权对农户的整地环节外包程度的激励效应高 ２１．３ 个百分点，且在 １％的置

信水平上显著。 换言之，整合确权能够使农户的整地环节外包程度提高 ４６．９２％。 从第 ２ 栏可

知，整合确权对农户收获环节外包程度的影响差异为正，但不显著，即整合确权的政策效应尚未

得到体现。 这意味着，尽管两个服务外包环节的特征相近（均为劳动密集型外包环节） ，但整合

确权对它们的影响效应仍然有所区别，政策效应的发挥可能并不同步。
整合确权对农户收获环节服务外包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差异，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

一，相比整地环节服务外包，整合确权农户的收获环节服务外包在政策干预前已处于较高水平。
调研数据显示，政策实施前，整合确权农户的收获环节外包程度为 ５６．５％，比整地环节外包程度

要高 １２．１ 个百分点。 如果要从初期较高的收获环节外包水平的基础上向更高水平发展和提

升，步伐可能有所放缓，以至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效应。 第二，从
农业服务供给的角度看，相比整地环节服务外包，阳山县的收获环节服务外包提供方大多是来

自河南省等地的跨区作业者，而跨区作业者在捕获异地的农业服务外包需求信息过程中存在一

定的时滞性。 因此，即使整合确权促使农户的收获环节服务外包需求得到明显提升，当地的服

务需求在短期内也难以得到异地市场主体的快速响应和满足，实现供需双方即时有效的对接。
表 ４　 确权方式对各环节外包程度的影响差异

变量 核函数 共同支撑样本量
处理前

（ Ｔ－Ｃ）

处理后

（ Ｔ－Ｃ）

双重差分

（ ＤＩＤ）

整地环节

外包程度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９６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０） ０．３２１∗∗∗（０．０５７） ０．２１３∗∗∗（ ０．０７６）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９６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５３） ０．３２５∗∗∗（０．０５７） ０．２２９∗∗∗（ ０．０７８）

Ｕｎｉｆｏｒｍ ９６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０） ０．３２４∗∗∗（０．０５７） ０．２１９∗∗∗（ ０．０７５）

Ｔｒｉｃｕｂｅ ９６８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０） ０．３２３∗∗∗（０．０５７） ０．２１５∗∗∗（ ０．０７５）

收获环节

外包程度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９６８ ０．１８６∗∗∗（ ０．０４９） ０．２８９∗∗∗（０．０５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２）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９６８ ０．２０３∗∗∗（ ０．０５０） ０．２８３∗∗∗（０．０５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４）

Ｕｎｉｆｏｒｍ ９６８ ０．１９２∗∗∗（ ０．０４９） ０．２８７∗∗∗（０．０５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７１）

Ｔｒｉｃｕｂｅ ９６８ ０．１８９∗∗∗（ ０．０４９） ０．２８８∗∗∗（０．０５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１）

　 　 ３．确权方式对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的影响。 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

分别以 ５０％分位数、７５％分位数为界，将农户种植规模划分为两组，估计结果见表 ５。 从 Ｐａｎｅｌ Ａ
可以发现，整合确权对规模大于中位数水平组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对规

模小于等于中位数水平组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核

函数模型可知，整合确权促使小规模组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提升 ５ 个百分点，且在 １０％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 Ｐａｎｅｌ Ｂ 显示，整合确权对规模大于 ７５％分位数水平组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

程度的影响仍不显著；而对规模小于等于 ７５％分位数水平组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的正向影

响扩大至 ６．７ 个百分点，且在 １％置信水平上显著。 可见，整合确权对不同规模农户农业服务外

包程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主要是提升了小规模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 这与预期相符：一
方面，农地严重细碎化情形下，小规模农户的平均地块面积被分割得更加狭小，机械化作业的成

本和难度更高，故整合确权对小规模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程度的提升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整合确

权使大规模农户获得更大的经营规模报酬，以至于大规模农户更可能采取自购农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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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确权方式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程度影响差异

组别 核函数
共同支撑

样本量

处理前

（ Ｔ－Ｃ）

处理后

（ Ｔ－Ｃ）

双重差分

（ ＤＩＤ）

Ｐａｎｅｌ Ａ

＞５０％分位数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４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２∗∗（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４２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７∗∗（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９）

Ｕｎｉｆｏｒｍ ４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０∗∗（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Ｔｒｉｃｕｂｅ ４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１∗∗（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１）

≤５０％分位数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４０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９∗∗∗（０．０２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０）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４０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１） ０．１２３∗∗∗（０．０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０）

Ｕｎｉｆｏｒｍ ４０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８∗∗∗（０．０２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０）

Ｔｒｉｃｕｂｅ ４０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８∗∗∗（０．０２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０）

Ｐａｎｅｌ Ｂ

＞７５％分位数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１５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１５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５）

Ｕｎｉｆｏｒｍ １５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６）

Ｔｒｉｃｕｂｅ １５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７５％分位数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６９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１∗∗∗（０．０１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５）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６９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９∗∗∗（０．０１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４）

Ｕｎｉｆｏｒｍ ６９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０∗∗∗（０．０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４）

Ｔｒｉｃｕｂｅ ６９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０∗∗∗（０．０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４）

（三）稳健性检验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估计需要满足的假设条件包含两部分：一是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假设条件，
包括重叠假定和匹配假定；二是双重差分（ＤＩＤ）假设条件，包括平行趋势假定和随机分组假定。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课题组仅收集到处理前后的两期面板数据，而检验平行趋势至少需要政策

干预前两期数据，因此，平行趋势的假设并不能明确地得到测试。 但是，本文调查的所有样本农

户均来自阳山县，具有相对同质的外部环境条件。 进一步地，本文收集整理了课题组的实地调

研访谈资料以及阳山县人民政府的官网资料，并未发现可能同时影响整合确权和常规确权农户

的农业服务外包行为结果的并发政策和事件。 因此，可以认为，政策干预前的两组农户具有相

同的发展趋势，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存在干扰的可能性。 至于随机分组假定，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

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解决。 因此，本文主要对 ＰＳＭ 模型运用的假设条件进行检验①。
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模型在运用过程中，总体农业服务外包模型与分环节服务外包模型使用的

变量以及样本量完全相同，因此，两个模型关于 ＰＳＭ 运用的假设检验结果是相同的。
１．重叠假定检验。 从四种不同核函数模型的重叠假定检验结果可知，匹配前，整合确权与

常规确权农户的特征变量存在明显的差别，各特征变量差异呈现出线性递增趋势。 而匹配后，
两组农户的特征变量标准偏差的波动较小，接近 ０。 这表明模型的匹配质量较高，整合确权组

农户能够匹配到特征相近的常规确权组农户。
２．匹配假定检验。 从四种不同核函数模型的匹配假定检验结果可知，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

范围仅有一小部分的观察值损失，绝大部分样本都落在共同取值区间内。 可见，四种不同核函

数的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的匹配假设检验均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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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ＰＳＭ 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省略，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五、结论与讨论

农地确权在实践中有不同的确权方式，不同确权方式的政策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然而，少有

文献关注不同地权界定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 本文利用广东省阳山县同时存在常规确

权和整合确权的准实验条件，在确权制度层面上分离出不同确权方式的微观差异及其对农业服

务外包的异质性影响；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常规确权、整合确权两种方式对农

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相比常规确权，整合确权能够使农户农业服务外包

程度提高 ３０．４１％，但对不同环节、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服务外包程度影响是不同的，主要提升

了小规模农户的整地环节外包程度。 总体而言，相比单一的农地确权，农地整合与农地确权匹

配结合的整合确权政策能更好地促进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
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强调了农地确权方式的异质性特征，从产权“是否界定”的二元制度研

究拓展到确权制度内部不同确权方式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地权制度。 研究结论所蕴含的

政策含义在于：一是不仅需要关注农地是否确权，也需要重视以何种方式更有效地推进农地确

权。 整合确权相较于单一目的的常规确权而言，有更显著的农业规模经营效应，各地在农地确

权实践中，应在遵循全国性农地确权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前提下，引导基层组织积极探索

实施整合确权，由此全面释放确权政策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政策红利，更有效地推动中国农

业经营方式的转型，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土地大规模集中的要求在长期内难以得到满足的现实国

情约束下 ［２７］ 。 二是推进各环节服务外包之间的协调联动，为充分发挥整合确权政策效应营造

良好的市场环境。 农地整合确权对收获环节外包程度的影响尚未充分发挥及相关环节服务外

包的缺失，都会降低整合确权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推动作用。 因而，需进一步完善农业服务

外包供给市场建设，推进各环节服务外包之间的协调联动，为充分发挥整合确权政策效应营造

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是统筹农业改革政策，为推广实施农地整合确权创造条件。 相较而言，整
合确权需要支付土地整治的资金成本，以及耗费农地调整、并块及其权属调整等产生的产权交

易成本。 在阳山县确权调研中了解到，土地整治所需的资金是影响整合确权政策能否实施的最

为重要的因素。 其实，自 ２００８ 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以来，农村

土地整治已被列入中央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每年投入专项资金高达数千亿元 ［２８］ 。 但在这些土

地整治项目中，土地的调整并块及其权属调整、确认工作被忽视了 ［２９］ 。 可见，统筹国家土地整

治的财政支农政策和土地确权改革，能为整合确权方式的推广实施创造条件，进而释放政策协

同推进改革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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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０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ｐｌａｇｕ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ｉ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ｏｕ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ｇａｐ，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ｓｏｌｉ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１０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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